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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会改变中国企业
能源消费结构吗 *

吕朝凤　谢　哲　邓舒心

内容提要：控制化石能源消费、促进能源结构升级，是中国长期坚持的绿色发展战

略。本文基于一个关于资本与能源替代的分析框架基础，分别将资本与能源替换为二次

能源与化石能源，并引入环境风险成本与污染监督强度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来刻画环

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EPLI）对企业能源消费

结构的影响。①在此基础上，借助一套最新的 2008—2017 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实

证检验了 EPLI 制度对企业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EPLI 制度的实施会改善企

业能源消费结构。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效应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明显，受企业层

面因素如污染强度和负债率的影响较小，但高利润率企业的政策反应更强烈。机制分析

表明，EPLI 制度推动企业转变生产模式和升级技术来抵消“合规成本”，最终改善企业能

源消费结构。本文从制度视角丰富了企业能源消费结构变迁理论，为政府制定污染监督

政策、明确污染监督责任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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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提能降排”是环境和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

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通过消费侧能源结构

调整促进能源消费合理化，被认为是增效减排最有效的路径（Deng 等，2014；Montalbano 和 Nenci，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研究”（22XJL005）。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

贵意见，文责自负。谢哲电子邮箱：xiezhe6i@hotmail.com。

①　企业能源消费结构是指企业消费的二次能源产生的热值与化石能源产生的热值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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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Xie 等，2021）。然而，该结论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基本前提——能源消费结构的可调整性。

此前有研究指出，作为能源消费主体的微观企业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有利于缓解能源消费结构的

扭曲、减少消费型碳排放，助力实现“碳达标”（Niu 等，2019；林伯强、刘希颖，2010）。随着“双碳”目

标的“临期”，推动企业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以降低化石能源消耗、提升能源效率和降低碳排放已成

为实现“碳梦”的必然路径（Chen 等，2020）。

碳排放形势变化对能源结构转型提出了新要求，而化石能源向二次能源的转变表现为能源

消费结构调整。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企业的一个典型特征正是能源消费从化石能源向以电为

代表的二次能源转型（Li 等，2019；Zhang 和 Yang，2019）。这种转型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是中国全社会约 1/3 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2.7 万亿千瓦时；①二是以火力发电

为代表的集中式化石能源消费污染较分散化能源消费污染能够得到更好控制（Chen 等，2020；
Zhang 和 Yang，2019）。寻找推动企业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因素，就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然

而，现有文献在从宏观角度探索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时，并未找到它影响中国能源消费

结构变迁的直接证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少对环境规制的反应主体——企业的微观研究

（Xie 等，2021）。只有揭示环境规制对企业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才能为破解环境规制与一国或

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变迁关系提供清晰的思路，进而丰富中国环境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构建逻辑与

思路。

强化污染监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环境规制的重要目标，完善污染监督机制自然成为强化环境

规制的重要手段。Zhu 等（2023）研究发现，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推行为代表的污染监督市场

化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形成对污染企业的有效监督，同时实现经济效率和污染减排（Nguyen，
2021；Wen 和 Zhang，2022）。因此，EPLI 制度在 20 世纪中后期获得发达国家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世

界环境组织的推广，进入 21 世纪后开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逐步适用（Marques 等，2019；Zhu 等，

2023）。现有经验研究证实，EPLI 制度能够通过明确污染边界、缓解信息不对称等机制渠道，最终

提高能源效率、改变能源投入方式。这些作用在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中都是极其重要的（Chen 等，

2020；Marques等，2019；Zhu 等，2023；吴磊等，2020），决定着波特假说的实现。

然而，EPLI 制度在能源、环境表现及污染控制方面的作用仍然存有争议。一些研究认为，

EPLI 制度可以缓解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Zhu 等，2023），能够通过风险承担机制

将污染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在保险公司承担大部分事故责任的情形下，保险公司有激励监控

投保企业的环境风险，改善被监督企业的污染控制（Gao 等，2018；Zhu 等，2023）。但仍有部分研

究指出，EPLI 制度并不像理论预期的一样能够改善能源环境表现（Feng 等，2014a，2014b；Pu 等，

2017；Xu 和 Jiao，2020）。他们认为，无论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性的 EPLI，在减少环境污染方面都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在于这种保险的价值仍体现在政府对环境灾害中受害者的关

心，并且具有高昂的行政成本。这些负面声音让很多人怀疑 EPLI 制度是否还能在发展中国家

的“提能降排”进程中发挥作用。为此，本文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 EPLI 制度在能

源表现中的作用，提供了 EPLI 制度影响企业能源消费结构的证据，试图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

国提供参考。

基于此，本文在 Lagomarsino（2020）和 Zheng 等（2022）关于资本与能源替代弹性的 CES 生产函

①　具体讨论请见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2 年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网址为 https：//www.gov. cn/xinwen/2023-02/14/content_
5741481.htm？eqid=b3a9c1e9000f14910000000664670c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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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分别将资本与能源替换为二次能源与化石能源，并引入环境风险成本与污

染监督强度构建了一个刻画化石能源和二次能源投入结构变化的理论模型，以提出待检验的理论

假说。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一套全新的微观数据即 2008—2017 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

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Time-Vary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TV-DID）检验了 EPLI 制度

实施与企业能源消费结构变迁的关系，研究发现该制度的实施对企业能源消费结构变化产生了显

著的影响，它提高了试点地区企业二次能源的消费比例，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受到的影响尤

为明显。先前文献侧重于讨论 EPLI制度执行对环境绩效或单一能源效率的影响（Xu 和 Jiao，2020；
Zhu 等，2023），本文则关注化石能源与二次能源之间的结构关系，为探索中国企业能源结构变迁提

供了参考。更重要的是，本文结果还回应了当前的 EPLI制度“无效论”，进一步丰富了 EPLI制度及

其与能源环境关系的研究。

与其他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拓展了 EPLI 制度的微观能源结构效应研

究。现有关于 EPLI 制度的分析大多以案例和综述作为分析基础，缺乏规范的理论框架，导致其无

法在理论上厘清 EPLI 制度执行的可能后果。参考 Lagomarsino（2020）对资本与能源替代弹性的研

究，本文分别将资本与能源替换为二次能源与化石能源，并创造性地将环境风险成本与污染监督

强度引入 CES 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刻画化石能源和二次能源投入结构变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从

理论层面揭示了 EPLI 制度对企业能源消费结构的可能影响，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第二，在

中国“双碳”目标“临期”的背景下为 EPLI 制度的能源消费结构升级效应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由

于能源效率和环境绩效较能源消费结构的减排表现更为直接，先前仅有的少数实证文献大多侧重

EPLI 制度对环境绩效或单一能源效率的影响，且存在 EPLI 制度有效和无效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本文基于一套全新的 2008—2017 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利用 TV-DID 模型建立了 EPLI制度与

企业能源消费结构之间的联系，结果支持了 EPLI制度有效论，为 EPLI制度的企业能源消费结构升

级效应提供了中国经验证据，并回应了 EPLI制度“无效论”的质疑。第三，丰富了 EPLI制度微观经

济后果的文献。我们的重点是企业，作为主要经济参与者和能源消费者，企业的能源消费结构转

型对于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Peng 等，2023）。利用微观数据的优势，本文探讨了“创新溢出”

及“企业生产模式”在 EPLI制度与企业能源消费结构之间的作用，进一步检验了“波特假说”的合理

性以及企业生产模式的减排绩效。相关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 EPLI 制度和能源结构变迁领域的文

献，也为引导企业实施技术创新和优化生产模式提供了启示。

二、  制度背景与理论框架

（一）制度背景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欧美就开始探索 EPLI 制度，最初目的是降低企业的环境风险，确保风险

受害者得到赔偿（Gao 等，2018），从而降低被保险企业破产的风险。EPLI 主要为由污染事件造成

的损害提供责任保险，例如投保企业污染事故造成的社会损害，可视为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

（Freeman 和 Kunreuther，1997；Gao 等，2018）。除了为企业提供保险外，EPLI 还承保与污染物排放

相关的第三方损害责任，包括补救费用、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至于 EPLI制度的实施细节，中国于

1991 年在大连、沈阳、吉林和长春等东北地区的一些主要重工业聚集区推出了 EPLI 示范项目，但

此次试点计划并未得到有效“回应”（Lyu 等，2022；李文玉等，2020）。直到 2006 年国务院印发《关

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EPLI 示范项目才得到地方政府和当地企业的响应。该意见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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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政策引导、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和立法强执等措施开展 EPLI 试点，江苏、湖北等省市试点的设

立标志着 EPLI正式引入中国（Gao 等，2018；Shi，2023）。

2007 年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保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规范了 EPLI 制度实施的具体事项。次年，全国 EPLI 试点工作会议要求全面启动江苏、湖

北、湖南、河南、重庆、沈阳、深圳、宁波、苏州等省市的 EPLI 试点工作。EPLI 制度的试点同时面临

两大问题：“试点区域”和“主体选择”（Lyu 等，2022；Shi，2023；谢慧明等，2014）。由于主体选择受

制于城市对 EPLI制度的试点决策，因此试点城市的区域选择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要问题。从区域选

择看，中国各省（区、市）采用了“重点实验”和“逐个推行”相结合的模式。由个别城市牵头试点，其

他城市逐步推进。例如湖北省武汉市于 2008 年 9 月启动了 EPLI 试点工作，而同省份的恩施于

2023 年 12 月才制定了 EPLI 实施方案。这个模式成为中国 EPLI 制度执行的最典型的特征，也是本

文采取 TV-DID 模型检验 EPLI制度的设立与企业能源消费结构之间关系的合理性所在。

根据“2010 中国绿色经济政策高层研讨会”的研究成果，EPLI 制度具备转移事前风险、控制事

中风险、强化事后及时赔付等多重功能，是一种降低环境风险、增加经营利润的新型保险。EPLI制
度的执行为在环境风险中维护第三方利益、减轻地方政府压力，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市场监督模式。

自 2008 年全国 EPLI试点工作会议后，EPLI制度在一些地方的试点推行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相

关政策、配套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该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旧面临诸多困难。为此，2011 年底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共同要求健全 EPLI
制度，进一步明确 EPLI制度的地位和重要性，至此，EPLI试点开始大规模实施。

自 2011 年 EPLI制度大规模实施以来，受到了各地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大力支持，2012 年底已经

有超过 200 个城市进行了 EPLI 制度试点，投保企业数量增加至 2000 家。然而，仍有部分高污染高

风险企业未能积极响应 EPLI 制度。此时针对具有高污染风险的企业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Compulso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CEPLI）试点工作，建立污染风险管理的长

效机制，就成为应对环境污染风险严峻形势的迫切需要。2013 年出台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

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界定了 CEPLI 的试点企业范围，要求做好 EPLI 试点工作的同

时进一步健全 CEPLI 制度，次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再次提出探索

开展强制责任保险试点，把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环境污染等领域作为责任保险发展重点，切实

发挥 EPLI的社会环境效益。

随着政府部门一系列的制度优化以及市场主体“污染意识”的不断提高，2014年后 CEPLI试点工

作有条不紊推进。尽管 EPLI 在我国低碳转型过程中表现出色（Shi，2023；Zhu 等，2023；马洪、王致

民，2022），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科学的风险评估标准，其在我国的发展状况与理想预期

仍有差距，社会各界对 EPLI 制度的有效性提出了怀疑（Feng 等，2014a，2014b；Xu 和 Jiao，2020；Zhu
等，2023），认为 EPLI对环境和发展的贡献并不明确，这种怀疑甚至影响了企业续保意愿。据统计，

2014年全国投保企业超过 5000家，而截至 2015年底仅剩下 4000家企业在保且多家企业无意续保。

为了回应 EPLI 制度存在的问题，推动 EPLI 制度向规范化和常规化发展，环境保护部于 2017
年发布《关于公开征求〈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并于次年原

则通过《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草案）》，迅速推进了 EPLI 管理的规范化进程。2018
年，中国 693 个城市共有近 400 个城市（地级或县级）实施了 EPLI 制度。①目前，EPLI 试点几乎涉

①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试点城市数量变化趋势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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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国各省市，覆盖重金属、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处置、医药、印染等多个高环境风险行业。针

对 EPLI 的制度红利，一些学者从能源环境（Lyu 等，2022；Shi，2023；Zhu 等，2023）、经济社会及其

制度本身（Feng 等，2014a，2014b；Pu 等，2017；马洪、王致民，2022）等角度分析了 EPLI 制度的有效

性，其中不乏有研究提供了 EPLI 无效的证据，但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仍然为 EPLI 制度红利的

获取和改进方向提供了思路。然而，目前鲜有研究关注 EPLI 制度与能源消费结构变迁的关系，

后者向清洁型结构的转变不仅是应对环境风险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 EPLI 制度红利的深化

体现。

综上，EPLI制度在我国污染防治和能源变革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hi，2023；Zhu等，2023；
谢慧明等，2014），然而，仍有相关文献指出，EPLI制度的能源环境及其经济效应并不总是与预期一

致（Feng 等，2014a，2014b；Pu 等，2017；Xu 和 Jiao，2020）。由于上述分析大多以实证、案例及综述为

主要范式，缺乏规范的理论框架，本文将在 Lagomarsino（2020）关于资本与能源替代弹性的 CES生产

函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分别将资本与能源替换为二次能源与化石能源，并引入环境风险成本与污

染监督强度构建一个刻画化石能源和二次能源投入结构变化的理论模型，为 EPLI制度与微观企业

能源消费结构的联系提供了理论支撑，为社会各界对 EPLI制度红利的理解提供了新视角。

（二）理论框架

我们考虑一个技术变化仅存在于化石能源利用效率中的 CES 生产函数：

Y = é
ë

ù
û(1 - λ) S-ρ + λ( )AE( )I E

-ρ - 1
ρ

（1）
其中，S 表示二次能源，E 为化石能源；1 - λ、λ 分别为二次能源、化石能源的密集参数，表示该

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份额，有 0 < λ < 1；ρ 称为二次能源投入和传统能源投入的联合替代

参数，这里有 ρ = ( )1 - σ σ，且 ρ > -1，σ 代表二次能源投入和传统能源投入的联合替代弹性。

AE( )I 是化石能源的效率参数，可以解释为反映投入要素（此处为化石能源）有效供给的技术变化

和相应要素质量的变化。进一步，AE( )I E 表示按效率计算的化石能源有效投入量，这里我们将 AE

定义为环境制度效应 I 的函数，此处的环境制度泛指现有的对企业做出环保要求的环境规制。波

特假说指出，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有利于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以补偿制度带来的规制成本，即创新

补偿（Porter和 Linde，1995）。基于此，我们有 AE ′( )I > 0。
π = Y - PS S - PE E - E[ ]θ ( v ) × τE （2）
其中，π 为企业利润；PS、PE 分别为二次能源和化石能源的价格；θ 为企业环境风险被发现的概

率，它为污染监督强度 v 的函数，θ′( v ) > 0，即污染监督强度越高，企业环境风险被发现概率的期望

值就越大；需要注意的是，环境制度效应 I 也会受到污染监督强度 v 的影响，监督强度越大，环境制

度的效应就越能够得到发挥，在数学上表达为 I′( )v > 0；τ 是使用单位化石能源附属的环境风险成

本，包括但不限于环保税费、企业声誉、环境补偿、污染损害赔偿。

联立式（1）和式（2），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企业选择最优的二次能源利用水平：

Y ′S = é
ë

ù
û(1 - λ) S-ρ + λ( )AE( )I E

-ρ - 1+ρ
ρ ( )1 - λ S-( )1+ρ = PS （3）

类似地，除了二次能源，企业还需要选择化石能源利用水平，以使其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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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 = é
ë

ù
û(1 - λ) S-ρ + λ( )AE( )I E

-ρ - 1+ρ
ρ

λ( )AE( )I E
-( )1+ρ = PE + E[ ]θ ( v ) × τ （4）

联立式（3）和式（4）可得：

( )1 - λ S-( )1+ρ

λ[ ]AE( )I E
-( )1+ρ

= PS

PE + E[ ]θ ( )v × τ
（5）

分解式（5）可得本文所定义能源消费结构：

ECS = ì
í
î

ü
ý
þ

1 - λ
λ

PE + E[ ]θ ( v ) × τ
PS

1
1+ρ

AE( )I （6）

其中，ECS = S E，式（6）对数化为：

lnECS = 1
1 + ρ [ ]ln ( )1 - λ - lnλ + ln ( )PE + E (θ ( v ) ) × τ - ln ( )PS + lnAE( )I （7）

当企业面临环境监督时，其有激励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以适配当前所受监督的强度，式（7）求解

污染监督强度 v的一阶条件可得：

[ ]ln ( )ECS ′
v

= 1
1 + ρ

θ′( v )
PE + E [ ]θ ( v ) × τ

+ AE ′( )I I ( )v
AE( )I

> 0 （8）

式（8）表明，企业的能源消费结构会随着污染监督强度的提升而变化，这与我们预期相符。在

实践中，制度效力无法充分发挥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Marques 等，2019；吴磊

等，2020）。事实上，中国的能源相关政策已经得到了广泛实施（Shi，2023；Wen 和 Zhang，2022；谢婷

婷、刘锦华，2019），然而企业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和能源效率低下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IEA，2019）。其中，政策效力的非完全发挥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监督机制对企业能

源消费结构的调整起着基础性作用，并会影响其他制度效应的发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监督

机制还将通过影响能源分配和能源效率相关因素来帮助优化和调整企业能源消费结构（Xie 等，

2021）。因此，建立高效的污染监督机制，提高政策执行力，发挥制度真正效力是改善企业能源消

费结构、提升能源效率、降低污染排放的切实路径（Nguyen，2021；Wen 和 Zhang，2022）。根据上述

内容，我们提出假说 1。
假说 1：EPLI制度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善企业能源消费结构。

式（7）求解 EPLI政策效应 I的一阶条件可得：

[ ]ln ( )ECS ′
I

= AE ′( )I AE( )I > 0 （9）
式（9）表明 EPLI制度会通过化石能源有效供给的技术变化来影响企业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

制影响企业行为的路径主要包括“成本效应”和“创新抵消”（Nguyen，2021）。“波特假说”认为，适当

的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来抵消合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整体效益（Porter 和 Linde，
1995；Wen 和 Zhang，2022），这意味着制度的适用性是激发创新辐射、驱动创新溢出、抵消合规成

本，实现“创新补偿”的关键。而不适宜的环境规制势必会扩大“成本效应”，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

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和生产决策。EPLI 制度的实施将通过保险公司的自发监督来督促企业遵守

环境规制，更大程度发挥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的作用，提高环境制度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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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制作为制度执行的核心，对环境规制的有效性、效率性和适用性有着深刻的影响（Marques
等，2019；Xie等，2021；吴磊等，2020）。Freeman和 Kunreuther（1997）认为，带有市场监督效应的 EPLI
制度能够通过保险公司的监督迫使企业遵守现有的环境规制，这可以分散企业的污染和运营风险，有

效避免各种污染风险问题以及财务隐患（Gao等，2018）。企业风险的分散大大降低了银行的信用风

险，使被担保的污染企业更容易获得额外的信贷资金，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投资效率。监

督机制的完善能够有效促进制度效应的发挥，激励企业追求创新来降低合规成本，以缓解成本约束，

进一步改善企业能源消费结构（Nguyen，2021；Wen和 Zhang，2022）。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说 2。
假说 2：EPLI制度的实施能够激励企业追求创新补偿以缓解成本约束，进而改善企业能源消费

结构。

三、  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一）基准模型

本文利用 TV-DID 模型来评估 EPLI 制度的实施对企业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具体来说，企业

i所在城市于年度 t推行了 EPLI 制度，则企业 i对应的政策虚拟变量 reformijt 在改革年度及以后年份

赋值为 1，其余的政策虚拟变量都与从未受到政策冲击企业一样赋值为 0。根据此定义，处理组和

对照组以及政策前后的差异将自动生成。本文的 TV-DID 模型设定如下：

ECSijt = β0 + β × reformijt + Γ′Xijt + αi + αj + αt + εijt （10）
其中，ECSijt 代表行业 j的企业 i在 t年使用二次能源产生的热值与化石能源产生的热值之比的

对数。类似于传统 DID 模型中的政策效应和冲击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reformijt 表示隶属行业 j

的企业 i在 t年是否已经实施了 EPLI。Xijt 代表本文控制变量的合集，αt、αj、αi 分别表示年份、行业和

单个企业的固定效应，εijt 是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中 2008—2017 年微观企业数据，与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相比，它具有的广泛性和全面性特征可以使本文更有效地分析 EPLI制
度对企业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整体效应和异质性。为了提高数据质量，本文用工业 GDP 换算指数

代替价格因素，用以衡量通货膨胀，并删除了具有以下特征的样本企业：（1）总产值为零；（2）总产

值或固定资产价值低于零；（3）出口交货值高于销售收入；（4）流动资产或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

（5）起始月份大于 12 月或起始年份大于当年。

（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本文用企业消费的二次能源与化石能源产生的热值之比的对数作为企业能源

消费结构的度量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 EPLI制度的冲击。这里的 EPLI制度冲击 reformijt 为虚

拟变量，具体来说，如果企业 i所在城市在 t年之前实施了 EPLI 制度，reformijt 在 t年及以后年份取值

为 1；若其所在城市从未实施 EPLI 制度或虽实施 EPLI 制度但实施时间在 t 年之后，我们认为企业 i

在 t年并未受到 EPLI制度的冲击，reformijt 取值为 0。
控制变量。资本（cap），以企业资本存量的对数度量；平均工资（Asal），用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

对数衡量；利润率（prate），用企业每百元利润与产值之比的对数度量；产业集聚度（Adeg），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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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行业在其所在省份区位熵的对数来测度；HHI绝对值（HHI），用 1 减 Herfindahl-Hirschman 指数

来测度，后者反映市场垄断程度；基础设施（infra），以铁路客运量的对数来衡量，反映地区基础设

施水平；FDI（fdi），以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对数表示，反映地区对外开放程度。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ECS
reform

cap

Asal
prate
Adeg

HHI
infra
fdi

观测值

1188741
4415554
3733304
3813857
4415549
3902593
4415554
4415554
4415554

平均值

-4.8880
0.5608
5.2521
2.0933
2.3606

-11.3865
0.8791
8.7212
9.7144

标准差

2.6498
0.4963
3.0876
1.1361
0.0028
3.9226
0.2021
2.3944
3.1637

最小值

-24.3533
0

-2.6004
-30.3592
-2.5211

-56.9177
0
0
0

最大值

21.5027
1

20.1462
29.8656
1.7415

12.6190
1

11.8701
14.0025

四、  结果讨论

（一）基准结果

在表 2 中，我们展示了模型（10）的估计结果。第（1）、（2）列比较了无控制变量和有控制变量时

EPLI 制度对企业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两列结果均表明，EPLI 制度的实施改善了企业能源消费结

构。第（3）列报告了没有省会城市的估计结果，第（4）列为摒除残差大于 2 的异常观测值后的估计

结果，在排除省会或异常值后，结果仍然稳健。另外，考虑到企业产值是企业能源消费和要素投入

的关键要素，但由于本文被解释变量中二次能源与化石能源产生的热值均与产值相关，为了避免

内生性问题的同时将产值因素考虑在内，我们利用企业产值的对数作为产值的代理指标（gross）将

这一遗漏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展示在表 2 第（5）、（6）列，结果依

旧稳健，本文的假说 1 得证。①

表 2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reform

cap

0.2088***

（0.0093）
0.2348***

（0.0097）
0.0150***

（0.0052）

0.1871***

（0.0105）
0.2150***

（0.0065）
0.0161***

（0.0035）

0.2058***

（0.0099）
0.2338***

（0.0103）
0.0250***

（0.0059）

变量
所有观测值

（1） （2）
移除异常观测值

（3） （4）
加入产值因素

（5） （6）

①　经审稿人建议，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仅有的 2012 年之前包含的企业对清洁燃气消费量的数据，将企业消费

的清洁燃气与煤炭产生的热值之比作为企业能源消费结构的代理指标，重新对 EPLI制度与企业能源消费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回归

估计。结果表明，EPLI制度显著改善了企业能源消费结构，与本文基准结果相一致。出于版面考虑，此回归结果未列入正文中展

示，具体结果留存备索。

141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Vol. 45， No. 10， 2024

Asal

prate

Adeg

HHI

infra

fdi

gross

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N
R2

是

是

是

1188655
0.6224

-0.0251***

（0.0054）
-0.9499

（10.4757）
-0.0078***

（0.0012）
0.0788***

（0.0271）
-0.0174***

（0.0036）
-0.0030

（0.0039）

是

是

是

1100777
0.6279

是

是

是

935490
0.6564

-0.0264***

（0.0036）
-1.0030

（0.7688）
-0.0056***

（0.0008）
0.0527***

（0.0169）
-0.0132***

（0.0023）
-0.0091***

（0.0025）

是

是

是

863110
0.6603

-0.0152***

（0.0024）
是

是

是

975655
0.6353

-0.0177***

（0.0061）
-0.9716

（2.6333）
-0.0061***

（0.0013）
0.0769**

（0.0308）
-0.0155***

（0.0040）
-0.0068

（0.0043）
-0.0146***

（0.0025）
是

是

是

930196
0.6394

续表 2

变量
所有观测值

（1） （2）
移除异常观测值

（3） （4）
加入产值因素

（5） （6）

注：括号内为经 White 协方差矩阵调整后的稳健标准误差。***、**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冲击之前具有一致的趋势是 DID 模型评估政策效应的前提假设，这对

模型估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根据相关文献（Shi，2023；Yu 等，2021；Zhu 等，2023），本文采用事件

研究法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以验证模型的稳健性。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ECSijt =∑T=-4
-1 β͂-T × reformij，t-T +∑T=1

6 β͂+T × reformij，t+T + Γ′Xi，t + αi + αj + αt + εijt （11）
其中 β͂-T 和 β͂+T 分别为处理前和处理后 T 期的估计系数。reformij，t-T 和 reformij，t+T 则分别表示处理

前 T 期和处理后 T 期的政策冲击虚拟变量。图 2 显示了式（11）中待估参数的估计值及其 95% 置信

区间，在政策实施前，β͂-T 的估计值显著为负；在政策实施后，β͂+T 估计值的趋势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受到 EPLI 制度干预的企业的二次能源热量占比显著高于未受到干预的企业，表现为 β͂+T 的估计值

显著为正。上述结果与传统的平行趋势通过条件有所不同，即事前趋势并非完全平行，原因在于，

关于绿色政策试点的选择可能并不是完全随机的，政府在指定政策试点时可能会优先考虑能源结

构扭曲较为严重企业所在的地区，这体现为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企业的能源结构显著劣于对照组企

业。①在经历过 EPLI 制度的冲击后，处理组企业的能源消费结构改善幅度显著优于控制组企业，

①　为了克服政策试点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减少各组间的干扰因素，本文试图为处理组寻找更相似的对照组，从而更稳健、

准确地评估政策效应，这也是本文利用 PSM 方法为处理组匹配控制组并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的缘由。为了更好地对此问题做出解

释并为上述论证提供支撑，我们利用由 PSM 方法匹配的对照组作为原处理组的新对照组重新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处

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平行趋势结果与经典的平行趋势假设相一致，具体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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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差异的显著性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这意味着存在一个干净的政策效应使得处理组企业

的能源消费结构得到了改善。

　　　　　　　图 1　EPLI试点城市数量变化趋势图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2.变量代换

本文以企业消费的电与煤炭、电与石油产生的热值之比以及二次能源和化石能源消耗的对数

替代电与整体化石能源产生的热值之比的对数作为企业能源消费结构的代理指标，表 3 展示了企

业能源消费结构指标代换的回归结果，估计结果表明，EPLI 制度的实施对企业能源消费结构有显

著的改善作用，能够促进企业将部分煤炭和石油消费转换为电力消费，这为本文的发现提供了进

一步的证据。另外，二次能源消费的增加与化石能源消费的减少或不变从能源消费绝对量的维度

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 3 变量代换检验结果

变量

reform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N

R2

（1）
电/煤

0.2449***

（0.0105）
是

是

是

是

967201
0.6086

（2）
电/油

0.0827***

（0.0134）
是

是

是

是

555552
0.6781

（3）
二次能源消费量

0.0244***

（0.0056）
是

是

是

是

1954180
0.7159

（4）
化石能源消费量

-0.2157
（0.0077）

是

是

是

是

1418457
0.7735

3.排除同期相关政策干扰

环保法庭是以环境资源案件为主要审理对象的专门性法庭，它以强大的司法制度为基础，专

门针对环保案件的专案专审制度使其具有极高的审判效率和执行效率，而审理执行结合模式能够

减少行政干预及地方保护主义，激发社会群体自发监督环境污染行为的意识，这与 EPLI 制度具有

的市场监督效应类似。为排除样本区间内环保法庭的相关干扰可能给本文估计结果带来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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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构造了环保法庭试点变量 EC，将属于环保法庭试点城市的企业在受到政策冲击后赋值为 1，
反之赋值为 0。将变量 EC 纳入控制变量后重新估计的结果展示在表 4 第（3）、（4）列，估计系数与

基准结果无明显差异，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 4 PSM-DID估计结果、相关政策干扰检验及堆叠 DID估计结果

变量

reform

EC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N
R2/Q

PSM-DID 估计结果

（1）
0.2584***

（0.0319）

否

是

是

是

959185
0.6380

（2）
0.2674***

（0.0328）

是

是

是

是

890738
0.6427

加入环保法庭估计结果

（3）
0.2130***

（0.0093）
0.0946***

（0.0235）
否

是

是

是

1188655
0.6224

（4）
0.2375***

（0.0097）
0.0559**

（0.0244）
是

是

是

是

1100777
0.6279

堆叠 DID 估计结果

（5）
0.2360***

（0.0032）

否

是

是

是

1188655
5.9798e-32

（6）
0.2536***

（0.0091）

是

是

是

是

1100777
0.0003

4.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

本文采用一个准自然实验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由于诸多原因，“反事实框架”和“选择性偏

差”的问题与准自然实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意味着 EPLI制度可能会受到试点城市特征和企

业能源消费结构现状的影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混杂偏差”和“选择偏误”。为缓解由混杂性和自

选择性给结果带来的偏误，本文使用 PSM 方法进一步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表 4 第（1）、（2）列的

估计系数分别比表 2 第（1）、（2）列的估计系数高出约 4.96 个百分点和 3.26 个百分点，这表明 PSM 方

法有效地降低了样本选择偏差，而样本选择偏差会使我们低估 EPLI 制度的能源消费结构升级效

应，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5.使用堆叠 DID 稳健估计量

TV-DID 估计系数涉及多个单时点 DID 估计系数的加权平均，各单时点 DID 估计系数的权重

均为正值，其大小取决于各自样本量占比和方差大小（Goodman-Bacon，2021）。然而，由于个别单

时点 DID 会将该时点前接受处理的组别归为该时点接受处理组别的对照组，在异质性处理效应

下，可能会产生负权重问题，导致总体估计偏差（Baker 等，2022；Chaisemartin 和 D’Haultfœuille，
2020；Goodman-Bacon，2021）。为缓解负权重问题带来的估计误差，本文基于 Chaisemartin 和

D’Haultfœuille（2020）提出的具有异质性处理效果的堆叠 DID 模型重新评估了 EPLI 制度的影响。

表 4 第（5）、（6）列分别展示了有无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核心自变量的估计系数

都是正向显著的，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结论。

（三）异质性检验

污染监督市场化是 EPLI 制度的重要概念，市场化程度对市场监督的作用会影响 EPLI 制度效

应的发挥（Zhu 等，2023）。本文根据《中国改革年鉴 2018 卷》的排名，将前 15 个省份归类为市场化

程度高，后 16 个省份归类为市场化程度低，进而估算不同市场化程度下 EPLI制度对企业能源消费

结构的异质性影响。表 5 第（1）、（2）列的估计结果显示，EPLI 制度的企业能源消费结构升级效应

对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城市的企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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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体现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治理水平、

社会福利水平、区域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必然会影响各地区实施 EPLI 的动机和偏

好，使得政策效应参差不齐（Montalbano 和 Nenci，2019）。表 5 第（3）~（5）列显示，EPLI 制度的实施

能够改善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的能源消费结构，对中部地区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表 5 市场化程度和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reform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N

R2

组间差异 p 值：0.0000
（1）

高市场化程度

0.4578***

（0.0138）
是

是

是

是

585062
0.6388

（2）
低市场化程度

0.0326**

（0.0158）
是

是

是

是

515715
0.6495

组间差异 p 值：0.0000
（3）
东部

0.4120***

（0.0148）
是

是

是

是

496069
0.5886

（4）
中部

0.0252
（0.0161）

是

是

是

是

361989
0.6809

（5）
西部

0.1905***

（0.0267）
是

是

是

是

242445
0.6278

企业的污染强度决定了 EPLI 保费的高低，并与企业的合规成本直接挂钩。另外，由于个别政

策划定了试点的行业范围，EPLI 制度可能会存在仅针对高污染企业有效的现象。如果 EPLI 制度

仅适用于城市中的高污染行业企业，那么下文的模型识别可能出现误差。因此，本文将企业水污

染与空气污染排放总量之和与企业产值作比，构建污染强度指数，并按照二分位数分组将样本划

分为高污染强度组和低污染强度组对污染强度异质性进行了分析。同时，本文依据企业是否属于

政策中提到的涉重金属、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处置等行业（如 B0610 烟煤和无烟煤的开采洗选行

业、C2661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等共 98 个三级行业）企业，将样本划分为高污染行业组和低污染行

业组进行分组回归。表 6 第（1）~（4）列的估计结果表明，EPLI 制度效应的污染强度与污染行业异

质性不显著。

表 6 污染强度异质性及仅包含污染行业样本检验结果

变量

reform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N

R2

组间差异 p 值：0.0548
（1）

低污染强度

0.2266***

（0.0171）
是

是

是

是

488565
0.6832

（2）
高污染强度

0.2193***

（0.0172）
是

是

是

是

475814
0.6816

组间差异 p 值：0.0342
（3）

低污染行业

0.2417***

（0.0107）
是

是

是

是

912056
0.6272

（4）
高污染行业

0.1849***

（0.0255）
是

是

是

是

188721
0.6485

组间差异 p 值：0.0000
（5）

低利润率

0.1364***

（0.0172）
是

是

是

是

507403
0.6557

（6）
高利润率

0.3008***

（0.0135）
是

是

是

是

590580
0.6450

组间差异 p 值：0.0825
（7）

低负债率

0.2233***

（0.0145）
是

是

是

是

540007
0.6460

（8）
高负债率

0.2281***

（0.0147）
是

是

是

是

560770
0.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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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利润率和负债率与生产模式、生产设备、研发费用、污染风险控制等需要资金支持的业

务密切相关，会对生产决策产生重要影响（Unver和 Kara，2019）。为验证 EPLI制度对企业能源消费

结构的影响是否具有企业利润与债务上的异质性，本文将企业每百元利润或负债与产值作比构建

企业利润率或负债率，利用二分位数分组将样本分为低利润率或低负债率企业组和高利润率或高

负债率企业组进行异质性检验，估计结果列于表 6 第（5）~（8）列。结果表明，EPLI 制度的实施对具

有不同利润率或负债率企业的能源消费结构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四）机制分析

1. 成本效应

企业是能源消费结构改善的主体，而企业生产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能源和环境表现

（Nguyen，2021；Wu 等，2020）。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认为 EPLI 制度的实施将会激励企业进行

创新以抵消环境规制带来的合规成本，并最终体现为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为验证我们的猜想，

本文利用企业生产成本的对数作为企业成本的度量指标（VI），借助中介模型估计了 EPLI 制度实

施的成本效应并利用 Bootstrap 法进行相关检验。估计结果展示在表 7 第（1）~（3）列，第（1）列结

果表明，EPLI 制度的实施促进了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第（2）列结果表

明，企业生产成本对企业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要论证企业生产模式的转变

是 EPLI 制度对企业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政策效应估计系数的变化尤为重要。第（3）列结

果显示，引入企业生产成本指标后的政策变量估计系数低于原来的估计系数，但仍显著为正。我

们有理由认为，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是 EPLI 制度对企业能源消费结构产生影响的机制渠道，即

“成本效应”。

表 7 机制分析

变量

reform

VI

RD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N

R2

Bootstrap 检验

中介效应

成本效应

（1）
生产成本

-0.0174***

（0.0026）

是

是

是

是

3311533
0.8828

λ 显著，η1 显著，进行 Bootstrap 检验，检验显著

显著

（2）
ECS

0.2330***

（0.0097）
-0.0356***

（0.0051）

是

是

是

是

633411
0.6685

（3）
ECS

0.2343***

（0.0097）

是

是

是

是

1096054
0.6281

创新补偿效应

（4）
创新投入

0.0510***

（0.0104）

是

是

是

是

2328895
0.7528

λ 显著，η1 显著，进行 Bootstrap 检验，检验显著

显著

（5）
ECS

0.2346***

（0.0097）

0.0035*

（0.0021）
是

是

是

是

348328
0.6932

（6）
ECS

0.3511***

（0.0133）

是

是

是

是

721016
0.6486

2.创新补偿效应

“波特假说”指出，适宜的能源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来抵消合规成本，并进一步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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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生产，提高效益（Porter 和 Linde，1995；Zhu 等，2023）。本文将企业创新投入作为企业创新的代

理指标（RD）用以检验 EPLI 制度的实施通过激励企业追求创新补偿从而改善企业能源消费结构

这一机制路径。估计结果如表 7 第（4）~（6）列所示，第（4）列显示估计系数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下

显著，意味着 EPLI 制度实施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第（5）列可以看出，企业创新投

入的增加可以改善企业能源消费结构，政策效应的估计系数方向与基本结论一致。引入创新指

标后，制度变量的估计系数低于基准回归估计系数，且仍显着为正。上述结果表明“创新补偿效

应”是 EPLI 制度影响企业能源消费结构的一个机制路径，这与波特假说的结论及本文的假说 2
是一致的。

五、  结论与建议

加速能源消费升级，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扭转偏碳型能源结构，是达成“双碳”目标，推动低

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然而，有利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制度实践仍旧缺乏理论

基础和经验证据，本文基于 Lagomarsino（2020）和 Zheng 等（2022）关于资本与能源替代弹性的 CES
生产函数分析框架，分别将资本与能源替换为二次能源与化石能源，并引入环境风险成本与污染

监督强度构建了一个刻画化石能源和二次能源投入结构变化的理论模型。我们发现，当企业面临

的环境风险监督加强时，其有激励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增加二次能源投入占比以适配当前所受监

督的强度。另外，我们在刻画化石能源有效供给的技术变迁时发现，EPLI 制度会通过化石能源有

效供给的技术变化来影响企业能源消费结构。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运用 TV-DID 模型检验了 EPLI制度的实施对企业能源消费结构的影

响。研究发现，EPLI制度的实施能够改善企业能源消费结构。异质性分析表明，EPLI制度的企业能

源消费结构升级效应受地区层面因素影响较大，如位于高市场化程度城市企业的能源消费结构受政

策冲击较明显，而位于中国中部地区企业的能源消费结构对 EPLI制度的反应较弱；受企业层面因素

如污染强度和负债率的异质性影响较小。另外，本文提出并检验了“创新溢出”及“企业生产模式”在

EPLI制度影响企业能源消费结构中的作用，提出生产模式效应与创新溢出效应两条 EPLI制度影响

企业能源消费结构的机制路径，为企业创新和生产模式的调整提供理论支持和有益引导。

本文的结论填补了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制度实践的理论与经验证据，并回应了相关文献关于

EPLI 制度效力的质疑。基于此，我们提出了几点有意义的政策启示。（1）为 EPLI 在法律层面提供

统一而强有力的保障，有效发挥 EPLI 倒逼企业增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的功能。EPLI 的实施归根

结底依靠的是法律制度的完备，尤其是法律层面的统一规制。应当从国家层面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市场监督主体行为，从而建立污染监督市场化的长效机制。（2）明确地方政府与保险公司

的责任承担机制，避免为 EPLI 保险公司提供软约束而削弱政策效应。EPLI 制度的核心就在于污

染风险的市场内部化，若政府为保险公司提供风险软约束，保险公司的“被兜底”心理可能会导致

“道德风险”问题，不利于 EPLI制度效应的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应明确污染事故责任划分并建立问

责机制，仅对保险公司完全无能力承担的污染事故进行兜底并对其进行事后问责，避免保险公司

养成“被兜底”心理。（3）强调创新在企业能源消费结构升级中的作用。当前企业在能源转型过程

中仍面临较大的技术约束，是阻碍企业能源结构转型的重要原因。创新研发投资或直接进行设备

的更新在突破设备桎梏上的作用突出。因此，政府应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并向企业

提供创新激励，以激励研发。同时，地方政府可以推行市场化政策，加快市场化进程，提升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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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推动现有成熟创新技术的应用。这可以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益，增加企

业对创新技术的应用，从而降低企业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技术障碍。

本文存在一些未来研究可以扩展的方向。虽然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 EPLI 制度影响企业能源

消费结构的渠道，但在分解其确切渠道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关于 EPLI制度效应的结果可以从几

个方面扩展，包括保费定价的“偏差”分析和市场监督强度分析。这些扩展将对 EPLI制度效应可能

受到影响的其他途径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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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Chang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Chinese Firms?
LYU Chaofeng, XIE Zhe, DENG Shuxi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Summary： Controlling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are a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at China has long adhered to. In recent years， changes in the carbon emissions 

situation have raise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and rational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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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through such adjustment on the consumption side is considered the most effective path to 

higher energy efficiency and less emissions. As the main energy consumer， micro firms play a main role in 

adjusting their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alleviating the distortion of the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reducing consumption-based carbon emissions， and thus realizing “carbon compliance”. As China 

progresses toward its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it is inevitable for the country to transform 

the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with the aim to reduce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and realize the “carbon dream”. Identifying the factors that drive such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proposition.

Withi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apital and energy substitu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nvironmental risk cost and pollution regulation intensity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to portray the 

effect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EPLI） on firms’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On this basis， the effect is empirically examined with the latest 2008-2017 national firm taxation survey 

data. The result find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PLI improves firms’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regions with a high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and is less affected by firm-level factors such as pollution intensity and indebtedness， but the 

policy response is stronger for firms with high profit margin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PLI 

promotes firms to change their production mode and upgrade their technology to offset the “compliance 

cost”， and ultimately improves their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theory about the 

change in firms’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from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nd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pollution regulation policy and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llution regulation.

The study makes several contributions. First， it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the micro-energy structure 

effects of the EPLI. Most of the existing analyses of the EPLI are based on case studies and reviews， and 

lack a standardiz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to clarify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the EPLI system theoretically. Second， micro-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the EPLI on upgrading 

the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s provid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progress toward its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The few previous empirical studies have mostly focused on the effect of EPLI 

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r single energy efficiency. Third，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n the 

mi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PLI. It focuses on firms， as major economic players and energy 

consumers， the change in whose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s crucial for achieving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The relevant findings not only enrich the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EPLI regimes 

and change to the energy structure， but also provide insights to guide firms to imple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optimize production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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